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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冲击、社区韧性与城乡居民发展信心

——基于云南民族地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魏钦恭 1 刘 伟 2

摘要：民族地区是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区，在切实提升治理效能、确保全面脱贫的历史关键阶段，

关注灾害冲击的社会心理后果及其应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阈出发，基于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自然灾害冲击、社区韧性与城乡居民发展信心的关系进行了

实证探讨。研究结果显示，累积性灾害会显著削减城乡居民的发展信心，且这种影响因社区韧性水平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较强的社区韧性不仅具有减缓灾害冲击的“软垫效应”，亦具有提升居民发展信心

的“引擎效应”。同时，提升防灾知识和物品储备的增量、激活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对社区复原力和

社区内聚力两项韧性维度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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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

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
①
，而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区。2010～2018年，民族地区自然灾

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全国的年均占比达 32.9%，死亡人口（含失踪）的占比更是达到 55.1%②
。自

本文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19XNH09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

会空间视域下城乡‘过渡型’村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SRC018）的资助。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由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提供，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帮助，

也特别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老师给出的诸多有益建议，但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刘伟。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 12月1日第1版。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这里，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包

括地震灾害的影响。由于分城市和县区的数据较难全面准确获得，此处的民族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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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累及民生福祉，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各类灾害的防范和救助。《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和贫困地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支持力度。”毫无疑问，如何最大可能避免或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的

不利冲击，对减少民族地区因灾致贫、返贫问题，进而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更好地提升城乡居民获

得感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关于自然灾害的学术研究可谓卷帙浩繁，这些研究既表现出学科间的视域差异，也有着知识脉络

的阶段性演进。从学科间差异看，相较自然类学科对灾害发生、灾害预警预测等方面的充分研究，以

及灾荒史等历史学科对中国历代各类灾害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后果的详细考证，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不

同程度上受影响于政府应急管理的目标和偏好，实用取向明显而学理性不足（孙中伟、徐彬，2014）。

从知识脉络看，既往研究的分析进路亦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和视域转换，表现为从将各类灾害视为单

纯的“自然现象”到将其纳入到“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范畴之中加以看待；从关注即时性的

灾害影响到同时重视长期性的累积后果；从强调政府资源、社会资本、社会援助等的重要性到将社区

营造和共同体构建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但笔者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过多探讨影响剧

烈和波及范围较广的重大自然灾害，对一般性灾害的影响较为忽视；多局限于灾害影响的现状描述和

应急对策，对灾害影响的关联机制欠缺实证分析；多聚焦于灾害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等可视

后果，对非可视的民众预期、发展信心等社会心理的影响关注不够。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累积性灾害与民族地区城乡居民长期发展信心为研究对象，力图对既往研究

的阙如之处能有所补益。这不仅是因为关于民族地区居民发展信心的研究还很匮乏，而且是因为稳定

的预期和良好的信心是个体积极行为的牵引与社会稳健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突发性

的自然灾害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居民的生活预期和发展信心，无论是在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探讨还是民

族地区农村脱贫发展的实践中，都不乏学理和现实重要性。故此，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在回顾以往文献

的基础上建立一条分析路径，然后基于一项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与探讨自然灾害对城

乡居民发展信心的累积性影响，并引入近年来为诸多学科所强调的“韧性”（resilience）概念，探究其

在减缓自然灾害影响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增进民族地区社会韧性的现实可能性。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路径

（一）从“自然现象”到“社会风险”：灾害问题研究的视域转换

在灾害问题研究的早期，相关分析（如在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自然学科领域内的分析）主

要把自然灾害视为一种外生于社会系统的“自然现象”，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比如

从气候、地质和生态可持续等角度进行剖析，并落脚到技术层面，目的在于对自然灾害预警预测和防

范等提出应对建议（陶鹏、童星，2011）。与之相较，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从社会性出发，强调自然灾害

虽然是自然事件，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属于在社会系统内发生的非常态事件，并不能完全将之视为

外生之物，而是应将这些事件看作是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受到破坏后的综合结果表现，是一个社会结

构性问题（Kreps，2001）。沿着这种分析进路，后续的大量研究主要将自然灾害的发生看作一种突发



灾害冲击、社区韧性与城乡居民发展信心

- 3 -

的“社会问题”，而不同的灾害如何导致正常运行的社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失能”状态，以及如何有效

干预与化解这些负面冲击就成为研究的关键议题。在此意义上，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已不仅仅限于灾

害本身，而是延展到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即时性、可预见性损害，比如对经济生产、人身安全、心理健

康、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白新文等，2009；李航等，2012），及其在不同时空和社会群体中的

异质性分布（埃里克·克里纳伯格，2014）。相应地，应对之策主要强调通过资源补给、灾后救助和心

理干预等，满足“失能状态”之下的各种即时需求，以尽快恢复社会功能和日常秩序（卢阳旭，2012；

王曙光、丹芬妮·克茨，2013）。

上述视角转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与现实意义，在将自然灾害视为一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突出了“灾害冲击—脆弱性—暴露程度”3项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差异性表现，为更加合理地看待自

然灾害以及进行有效防范和灾后救助提供了更多可能路径（刘冰、薛澜，2012）。但是，进一步看，研

究重点仍然集中在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的即时且可预见性的负面影响方面，而对自然灾害作为一种不

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及其可能产生的潜在长期影响关注不足，比如民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会预期等。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2018）所强调的，现在已步入“风险社会”，在这一时代，每个人都是“风险共

同体”中的一员，共同的焦虑和不确定取代了共同的资源需求，或者说“根本而言，在风险社会中，

人们不再专注于获取‘好’，而是极力避免‘最坏’”。在这一意义上，尤其对于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和

民族地区而言，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工业和市场化条件下的风险以及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不确定

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风险与自然灾害问题交织叠加到了一起。在“风险共同体”之下，包括自然

灾害在内的各种灾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民众心理反应是同样需要人们进一步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般认为，风险是一种消极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如Rosa（1998）所强调的那样，“风险是一种人

类认为有价值之物（包括人类自身）处于岌岌可危之中或者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情境或事件”，且正

是由于其潜藏存在、不可预见、不可确定才加重了风险可能酿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当下社会生活中

人们焦虑不安、预期不明的根本症结所在（王俊秀，2015）。就此而言，在“灾害冲击—脆弱性—暴露

程度”的逻辑链条中，灾害经历对民众的发展信心和社会预期等的影响是另外一条隐而不彰并为多数

研究所忽略的重要脉络。这条脉络的重要性在于，信心和预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

进而形构社会样态。正如彼得·赫斯特罗姆（2010）构建的“期望（desire）、信念（belief）和机会（opportunity）”

理论（简称“DBO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行动者付诸目的性行动最直接的原因包括期望和信念两大

因素，即一个特定的期望和信念的组合形成了个体执行行动的“推动理由”。发展信心作为一种期望和

信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此，无论是社会个体的积极行为取向、自然灾害后的恢复重建，抑

或是民族地区的脱贫实践，稳定可期的前景与发展信心构成了社会共同体维系不可或缺的心理资源与

动力基础（张彦等，2015）。

通过上述简要梳理可以认为，关于自然灾害的学术研究，在问题视域、关注焦点、驱动机制和应

对之策等方面，有着 3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见表 1）。但遗憾的是，现有关于灾害研究的实证分析与经

验探讨并未对“共同体风险”这一根本性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也鲜有将社会群体的情绪状态放置到

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加以探究。由此，灾害冲击之下不同群体的发展信心和未来预期表现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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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动员能力和调适能力，共同体建构是否以及如何削减灾害的负面冲击等问题就

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要任务。

表 1 灾害问题研究的分析理路与阶段特征

比较维度 自然现象 社会问题 社会风险

问题视域 外生于社会系统 与社会状态相关联 与社会状态系统性联结

关注焦点
灾害的发生机理 灾害的可预见损害 不可预见的社会风险

气候、地质、生态可持续 经济生产、人身安全、社会秩序 社会预期、发展信心、风险化解

驱动机制 技术驱动 需求驱动 发展驱动

应对之策
技术改进

预警预测

资源补给

灾害救助

共同体整合

韧性建构

（二）从减缓灾害冲击到增强居民信心：社区韧性建构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自然灾害对社会系统的冲击会造成诸多不利后果，无论是即时性的经济生产破坏、

人口伤亡，还是长远性的社会预期不足与发展能力受限等。如果将灾害冲击比作在一个平静的湖面投

下一粒石头，湖面会波澜惊涛还是略起涟漪，既取决于灾害本身的强度，也取决于社会系统的抗冲击

力。如图 1所示，在一定的时空限域内，某一群体受到灾害的冲击后，其原初的发展路径就会在不同

程度上被打破，之后，将面临灾后的复原过程。可社会事实却是，并非所有共同体或群体都能够恢复

到原初状态（或螺旋式上升超越原初状态），而是可能面临下行甚至解体的风险。这些后果和差异在很

大程度上由承灾群体和受灾地区的反脆弱能力决定。

图1 灾害冲击的演变路径

注：参见Adger（2000）对生态破坏后可能恢复路径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自然灾害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和冲击更甚，这不仅是因为不少民族地区

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且是因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经济条件等相对落后，抗

风险能力更低。对此，可以从总体面向、社区异质性、微观主体差异 3个方面对民族地区应对自然灾

害的状况进行简要归纳，并进一步展现脆弱性可能蕴含的社会韧性基础及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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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脆弱性（vulnerability）包含众多面向，而社会脆弱性主要强调的是社会个体或群体应

对风险的内在能力贫弱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发展不足（阿玛蒂亚·森，2013）。以贫困这一典型的

社会脆弱性为例，根据国务院扶贫办 2015年的摸底调查数据显示，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灾致贫的

比例高达 20%①
。相关研究在分析中国主要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及影响范围后发现，受灾严重地区主

要集中于中西部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也多是国家级贫困区域（王晟哲，2016）。一些基于微观调查数

据的分析也表明，自然灾害不仅加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弱质性，而且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容易陷入

贫困或脱贫后返贫的境地（庄天慧等，2010）。虽然在总体上，民族地区应对自然灾害时表现出明显的

脆弱性，但是不同地区在传统文化、宗族和宗教等基础上亦形成了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的民间互

助组织、多元参与形式和互助文化习惯，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往往发挥着超越个体功能、弥补公共

产品不足等方面的作用（方素梅等，2013）。例如，在对 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的研究中，相关社会人

类学的调查发现，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互助和社会支持在应对生产损失和生活物资匮乏等方面有积

极作用（李培林、刁鹏飞，2013）。而那些社会资本缺失、社会互助与社会支持式微的社区，面对自然

灾害时，原子化的个体受到了更多的不利影响（埃里克·克里纳伯格，2014）。就上述意义而言，在客

观约束条件难以改变的情境下，如何充分挖掘和激活民族地区既有的社会资源，增强共同体韧性，就

成为有效应对灾害冲击、最大化减少灾害负面影响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

“共同体韧性”（community resilience）是近些年在防灾减灾领域中兴起的一个旨在衡量社区脆弱

程度的概念（崔鹏等，2018）。“韧性”早期被广泛应用于机械学，用以描述金属物品在外来作用下发

生变形后复原的能力（高恩新，2016）。之后，Holling（1973）发展了韧性的概念，将其运用到社会

生态学领域，并将其定义为生态系统的一种性质，即系统受到破坏性事件干扰后能迅速适应并恢复到

之前的稳定状态的能力。新世纪以来，在全球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将“韧性”理念运用到

防灾减灾上（吴晓林、谢伊云，2018），而社区（包括农村和城市社区）是基本的生活单元和共同体，

直接面对自然灾害，因而社区韧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社区韧性”的定义比较

多样，但大体也形成了共识，即社区韧性是在灾难、危机等冲击下通过自组织、自适应和自恢复维持

社区基本功能的能力，它需要各种物质资源的支撑，也需要利用和发挥这些资源的社会基础、心理条

件和制度保障（崔鹏等，2018）。

以往的实证研究发现，与韧性低的社区相比，韧性高的社区在面对同样的灾害冲击时通常会更少

地遭受负面影响，并能更快地从灾害中恢复，甚至实现进一步发展（Paton and Johnston，2001）。具体

到对灾后心理状态的影响方面，已有研究表明，除了家庭成员外，居住的社区中邻居和朋友的社会支

持也会显著降低重大自然灾害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Kaniasty andNorris，1993）。不仅如此，一

项以 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的实证研究更是发现，重大自然灾害后不同的社区安置模式也会对受灾居

民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效应，即与普通社区相比，在集中安置点，社会支持对灾民心理健康的积极

作用更为显著，这表明灾后集中安置点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情境具有更强的“社会力”（毕向阳、马

①
参见《国务院扶贫办：五大类原因致贫》，http://m.news.cntv.cn/2015/11/21/ARTI1448082051328733.shtml。

http://m.news.cntv.cn/2015/11/21/ARTI14480820513287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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缨，2012）。虽然类似文献关注的多是灾害即时情境下的心理状态，但从中可得到的启发是，共同体韧

性作为衡量一个社区抗击风险的内在能力，可能会对受到灾害冲击的居民的长期发展信心产生调节效

应；而社区韧性作为一种结构层面的社会支持与基础条件，无疑也会直接增强城乡居民的长期发展信

心，即生活在一个韧性较强社区的个体对未来的发展信心自然也会更强。

由此，本文提出图 2所示的分析路径。在这一路径中，灾害冲击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的直接效应

简单易解，社区韧性则扮演着减缓灾害冲击的“软垫效应”和增强居民发展信心的“引擎效应”双重

角色，而其又是共同体建构的关键表征。更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将这一关系路径放置到风险社会的理

论脉络以及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境中加以考察，也将对当下的减灾脱贫实践和更为广泛意义上

的社会整合有政策启发意义。

图2 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分析路径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于 2018年度“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由中央民族大

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执行。此次调查采用分层不等概率抽样，4个层级的抽样单位由高到低分别

为区（县）、街道（乡镇）、村（居）委会和居民户。其中，初级抽样单元（PSU）的抽取分两个步骤

完成，先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大于 33.4%（各区县少数民族人口构成的平均水平）的 69个区县作为

样本框；再根据非农人口比例大小将样本框中的区县分为 3个层级，使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

样（PPS）方法从每个层级中分别抽取 12个区县单位，共抽取了 36个区县。二级抽样单元（SSU）

为抽中的 36个区县的所有街道（乡镇），总计 398个。然后，结合所抽中街道（乡镇）的人口规模，

同样使用 PPS方法抽取了其中的 160个街道（乡镇），再在每个街道（乡镇）随机抽取 1个村（居）

委会，总计 160个村（居）委会，构成三级抽样单元（TSU）。最后，使用系统抽样方法在每个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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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中抽取 25户家庭
①
，在被抽中家庭使用KISH表选择 1个成年人口作为受访者，并采用一对一入

户访问的形式完成调查。最终，获得有效个体样本 4048个，其中，农村社区的个体样本占比为 88.4%

（3578个）。另外，该调查还将被抽中的 160个村（居）委会主任作为受访者，并采用一对一访问的

形式完成社区问卷，最终获得有效社区样本 148个。有关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可参考焦开山、包智明（2019）

一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因各变量的缺失值不同，笔者将在相应部分报告各自的有效样本。

（二）变量及其测量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发展信心”，也有文献将其称为“社会信心”或“公众信心”。

它是指“能够使公众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一种心理力量”，其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

素：一是个体对当下现实状态的感知，二是个体对未来的心理预期（朱力，2013）。笔者根据受访者在

问卷调查中对当前和未来生活看法的 3个问题的回答测度他们的发展信心：一是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

问卷题目为“您对自己当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将受访者的答案做如下赋值：“非常满意=5，满意

=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二是对当前生活的可控制程度，问卷题目为“您觉得您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当前的生活？”将受访者的答案做如下赋值：“完全可以=5，可以=4，一般

=3，不可以=2，完全不可以=1”，如果受访者回答“不知道”（占近 9%），就按数据缺失处理。三是对

未来生活的预测性，问卷题目为“您认为您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将受访者的答案做

如下赋值：“完全可以预测=5，可以预测=4，一般=3，比较难预测=2，非常难预测=1”，如果受访者回

答“不知道”（占近 10%），也按数据缺失处理。这 3个测量指标的雷科夫（Raykov）信度系数 值

为 0.769，在可接受范围内
②
；KMO值为 0.595，且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895.206，

概率值为 0.000，表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适合做因子分析。进一步采用主因素法提取公因子
③
，得

到 1个因子，将其命名为“发展信心”因子
④
。

2.关键解释变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灾害冲击”和“社区韧性”。首先，对于“灾害冲击”，

在本文中将其界定为受访者所在社区发生过的自然灾害状况。该变量通过社区层次的调查问卷测量得

到，具体题目是：“最近 10年，本地发生过的灾害类型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选项共列举了 6

项自然灾害类型。在 148个调查社区中，这 6种自然灾害按照发生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分别是：洪涝

（56.49%）、滑坡（泥石流）（54.20%）、干旱（48.09%）、地震（25.19%）、低温冰冻（暴风雪）（22.90%）、

①
实际执行中，调查组在少数村（居）委会多抽取了数量不等的家庭。

②
鉴于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框架下，常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不再是计算量表信度的恰当统计量，笔者采用雷科

夫（Raykov）信度系数 值，具体计算公式可参见（Raykov，2002），后文中其他量表的信度系数计算亦采用此方法。

③
后文的相关因子的生成亦同样按照主因素法提取，不再一一赘述。

④3个测量指标的因子负荷值依次为0.640、0.791、0.742，解释方差为52.81%。同时，为了使因子分析数值的结果更为直

观，笔者参考边燕杰、李煜（2000）一文的做法，运用公式将有关因子值转换为了1～100之间的指数（下文的因子分析

数值同样作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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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飓）风（3.05%）
①
。在变量赋值上，首先将以上 6个选项分别转换为二分变量，即“选择=1，未

选择=0”，然后根据上述 6种自然灾害发生比例的高低分别对每种灾害进行加权赋值
②
，最后将每项结

果进行累加，得到一个衡量社区自然灾害冲击严重程度的指标，笔者用它来测量 “灾害冲击”。同时，

为了在后文中验证灾害冲击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结果的稳健性，笔者还设置了另外两个测量灾害

冲击的变量，一个用来反映被调查社区是否发生过以上 6种自然灾害中的任何一种，另一个用来反映

个体是否经历过以上 6种自然灾害中的任何一种
③
，如果发生过或经历过，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最近 10年，在所有调查社区中，发生的自然灾害类型的平均数量约为两种，

至少发生过一种自然灾害的社区比例达 87.8%。而在个体层面，受访者及其家人至少经历了上述 6种

自然灾害中任何一种的比例达 77.8%。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云南省自然灾害所致经济损失

与人口伤亡的历年（2003～2018年）数据资料，以地震灾害为例，其所致云南省经济损失在全国的年

均占比达 38.9%，所致伤亡人口在全国的年均占比达 47.7%④
。这些数据表明，云南民族地区深受自然

灾害影响，同时说明了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其次，对于“社区韧性”，根据前文所述，在借鉴已有文献（例如吴晓林、谢伊云，2018）的基础

上，笔者将其界定为社区所具有的在资源供给和社会支持两个层面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目前，学界

在对社区韧性的测量上并未取得共识，本文参照 Patel andGleason（2018）的操作方式，通过询问受访

者对 10项社区状况描述的同意程度测量社区韧性。问卷中的题目是：“下面是一些对您们小区（村）

情况的描述，请您表达对每个描述的同意程度”（具体描述见表 2），并将受访者的答案做如下赋值：“非

常同意=5，同意=4，一般=3，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如果受访者回答“不知道”，作为数据缺失

处理。经计算，社区韧性量表的雷科夫（Raykov）信度系数 值为 0.958，表明信度非常高；KMO

值为 0.874，且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的近似卡方值为 23959.873，概率值为 0.000，表明适合做因子分

析。采用主因素法提取公因子，生成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区复原力因子”（主要包括社区在灾

害前有准备、灾害中能应对、灾害后可以快速恢复的复原能力）和“社区内聚力因子”（主要包括社区

归属感、自豪感、居民相互信任和帮助等）。结合前文对社区韧性的定义可以看出，通过因子分析得到

的变量结构与其理论结构非常吻合，这里的“社区复原力因子”和“社区内聚力因子”分别指向社区

①
这 6种自然灾害也基本与当地居民所认知的对其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项目吻合。个体层次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

“您认为，对您和您的家人影响最大的灾害类型是什么？”选项与上题的社区灾害经历问题的选项完全相同。对数据进

行分析，按照答案比例由高到低排序的前 5名自然灾害依次是：滑坡（泥石流）（27.46%）、洪涝（24.67%）、地震（21.27%）、

干旱（14.90%）、低温冰冻（暴风雪）（3.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文中关于社区灾害经历的测量具有较高的效度。

②
计算公式是： isaster= , 1,...,

k k

i i i
i i

D W Indicator W i k   ，其中， iIndicator表示第i项指标（分别是 6种自然灾害类

型）， iW 表示第i项指标的权重（分别是文中汇报的6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比例）。

③
在个体层次的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在过去 10年，您或您的家人是否经历过下列灾害？”选项与社区灾害经历问

题的选项完全一致，笔者将其视为个体经历灾害的测量题目。

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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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和软件层面具有的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此外，本文将社区韧性的两个因子根据各自的解释方

差合二为一，并命名为“社区韧性综合因子”
①
，以求在后文的数据分析中能整体考察社区韧性的作

用。

表 2 社区韧性因子分析

项目
社区复原力

（因子载荷）

社区内聚力

（因子载荷）
共量

我对我们小区或村有归属感 0.083 0.836 0.706

我对自己住在本小区或村感到很自豪 0.119 0.848 0.733

我们小区或村的居民关系很融洽 0.140 0.876 0.787

我们小区或村的居民之间彼此很信任 0.181 0.857 0.767

本小区或村的干部很不错 0.433 0.592 0.538

遇到紧急情况时，我能够向我们小区或村的居民求助 0.391 0.723 0.676

我们小区或村的居民之间互助互爱 0.363 0.755 0.703

我们小区或村对突发事件有所准备，组织有序 0.651 0.453 0.629

本小区或村可以经得住突发事件的冲击，比如自然灾害 0.914 0.136 0.853

如果发生突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小区或村可以快速地恢复过来 0.914 0.098 0.845

特征值 2.640 4.597 7.237

解释方差比例（%） 26.40 45.97 72.37

3.控制变量。除了上述关键解释变量，借鉴以往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层次问卷中

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户籍、民族、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党员身份、居住安全感、受教育年限和家

庭人均年收入（取对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

发展信心因子 个体对自身发展信心的主观评价：取值为1～100 57.20 14.64 3564

核心解释变量

灾害冲击

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
过去 10年个体所在社区发生的自然灾害类型数量（加权赋

值后）

0.41 0.25 148

社区是否发生自然灾害 过去 10年个体所在社区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是=1，否=0 0.88 0.33 148

个体是否经历自然灾害 过去 10年个体是否经历过自然灾害：是=1，否=0 0.78 0.42 3970

社区韧性

社区复原力因子 个体对社区复原力大小的主观评价：取值为1～100 62.84 15.36 3177

①
社区韧性综合因子=社区复原力因子26.40%+社区内聚力因子45.97%。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社区复原力因子”和

“社区内聚力因子”均是未经转换的原始因子值，在计算得出“社区韧性综合因子”后，再按照前文公式将其转换为 1～

100之间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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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内聚力因子 个体对社区内聚力大小的主观评价：取值为1～100 62.12 13.91 3177

社区韧性综合因子 个体对总体社区韧性大小的主观评价：取值为1～100 66.40 15.96 3177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57 0.50 4048

年龄 2018年时受访者的实际年龄 45.50 13.59 4048

户口类型 农村户口=1，非农村户口=0 0.85 0.35 4045

民族 汉族=1，其他民族=0 0.23 0.42 4048

婚姻状况 在婚=1，非在婚=0 0.82 0.38 4041

宗教信仰 信仰宗教=1，不信仰宗教=0 0.14 0.35 4047

党员身份 党员=1，非党员=0 0.12 0.32 3949

居住安全感
个体对居住地方整体安全性评价：很不安全=1，不太安全

=2，较安全=3，很安全=4
3.37 0.59 4030

受教育年限 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年） 6.69 4.12 4047

家庭人均年收入 2017年家庭人均总收入（元） 9248.98 18879.78 3952

（三）模型设定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本文分析的城乡居民发展信心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OLS模型进

行估计，模型的表达式为：

0 1 1 2 2 3i i i i iY X X C         （1）

（1）式中，下标 i表示第 i个居民， iY 表示居民的发展信心， 1iX 表示灾害冲击， 2iX 表示社

区韧性， iC 表示影响居民发展信心的控制变量， 1 、 2 和 3 为待估计参数， 0 为常数项， i 为

随机扰动项。

2.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由于灾害冲击变量是在社区层级测量的，为了避免“生态谬误”问

题，本文还使用多层线性回归中的随机截距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HLM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0 1 2ij j j ij j ij ijY X C       （2）

0 00 01 1 0j j jW      （3）

（2）式中， ijY 表示第 j 个社区第i个居民的发展信心， ijX 为第 j 个社区第 i个居民的社区韧

性感知状况， ijC 为影响第 j 个社区第 i个居民发展信心的控制变量， 1 j 和 2 j 为待估计参数， 0 j
为第 j 个社区截距项变量， ij 为第 j 个社区第 i个居民的随机扰动项。（3）式中， 1 jW 为第 j 个社

区的灾害冲击状况， 01 为待估计参数， 00 为常数项， 0 j 为第 j 个社区的随机扰动项。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一）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的影响

本文运用 Stata14软件进行模型拟合。表 4报告了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回归 1是仅纳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回归 2～回归 4依次是纳入灾

害冲击、社区复原力因子、社区内聚力因子变量的估计结果，而回归 5则是在回归 2的基础上纳入社

区韧性综合因子变量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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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表明：首先，社区发生的自然灾害类型数量越多，居民的发展信心越弱，这在回归 2～

回归 5中全部成立。以回归 5为例，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为-4.173，且在 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其次，整体而言，社区韧性有助于增进居民长期发展信心（回归 5中，社区韧性综合因

子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134，且十分显著），社区韧性所包含的社区复原力和社区内聚力都在不同程度

上具有显著的“引擎效应”。再次，进一步看，社区复原力相较社区内聚力对居民发展信心的影响更加

明显（回归 3中，在纳入社区复原力因子后，模型解释方差比例增加超过 3%，而回归 4在回归 3的

基础上加入社区内聚力因子后，模型解释方差比例增加不到 0.5%）。最后，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以

回归 5为例），男性、党员、处于在婚状态，以及有宗教信仰的居民的发展信心更强，个体居住安全

感、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别与居民发展信心显著正相关。

表 4 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发展信心因子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 4 回归 5

灾害冲击

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 — -3.375*** -3.736*** -3.878*** -4.173***

— （1.027） （1.106） （1.107） （1.121）

社区韧性

社区复原力因子 — — 0.196*** 0.198*** —

— — （0.019） （0.019） —

社区内聚力因子 — — — 0.051** —

— — — （0.021） —

社区韧性综合因子 — — — — 0.134***

— — — — （0.019）

控制变量

性别 1.300** 1.488*** 1.102* 1.074* 1.184**

（0.574） （0.535） （0.579） （0.579） （0.586）

年龄 0.001 -0.002 0.028 0.026 0.014

（0.029） （0.022） （0.024） （0.024） （0.024）

户口类型 -0.496 -0.240 0.490 0.382 -0.110

（1.024） （0.758） （0.821） （0.822） （0.830）

民族 1.254 1.179* 0.718 0.784 0.957

（1.083） （0.631） （0.682） （0.682） （0.690）

婚姻状况 3.095*** 3.131*** 3.080*** 3.048*** 3.057***

（0.981） （0.703） （0.751） （0.750） （0.760）

宗教信仰 2.816*** 3.020*** 2.242*** 2.197*** 2.500***

（0.833） （0.753） （0.815） （0.814） （0.824）

党员身份 3.913*** 4.014*** 3.413*** 3.327*** 3.517***

（0.901） （0.824） （0.863） （0.863） （0.874）

居住安全感 4.586*** 4.629*** 3.447*** 3.208*** 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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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7） （0.442） （0.479） （0.488） （0.494）

受教育年限 0.425*** 0.426*** 0.478*** 0.472*** 0.466***

（0.100） （0.075） （0.081） （0.081） （0.082）

家庭人均年收入 2.229*** 2.180*** 1.762*** 1.739*** 1.805***

（0.367） （0.274） （0.295） （0.295） （0.299）

常数项 15.338*** 16.799*** 10.795*** 8.901** 15.446***

（4.667） （3.134） （3.454） （3.537） （3.442）

观测值 2994 2939 2433 2433 2433

F检验值 26.090*** 35.890*** 36.570*** 34.290*** 30.880***

调整后R2 0.115 0.116 0.149 0.151 0.129

注：①***、**、*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上文探讨了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的影响。为了确证这种影响关系，本文进一

步用社区是否发生自然灾害、个体是否经历自然灾害来测量灾害冲击，然后利用样本数据分别建立灾

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的回归 6和 7；同

时，如前文“模型设定”部分所述，考虑到表 4中使用的是“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变量，为了避

免“生态谬误”问题，笔者基于样本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的回归 8。

估计结果表明，在这 3个回归中，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的影响与表 4中的结果一

致，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灾害冲击、社区韧性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发展信心因子

回归6 回归7 回归8

灾害冲击

社区是否发生自然灾害 -1.553* — —

（0.853） — —

个体是否经历自然灾害 — -1.656** —

— （0.680） —

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 — — -4.171***

— — （1.618）

社区韧性

社区复原力因子 0.198*** 0.196*** 0.186***

（0.019） （0.019） （0.018）

社区内聚力因子 0.048** 0.050** 0.045**

（0.021） （0.021） （0.02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000** 8.350** 10.799***

（3.636） （3.524） （3.646）

层一观测值 2433 2444 2433

层二观测值 —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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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检验值 33.474*** 33.942*** —

卡方值 — — 366.864***

调整后R2 0.148 0.149 —

注：①***、**、*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二）异质性检验：社区韧性与个体特征对灾害冲击的调节作用

如前所述，社区韧性可能通过两条路径对灾害冲击后的城乡居民长期发展信心产生影响。上面的

分析已经证实了社区韧性对居民发展信心的“引擎效应”，接下来，本文进一步验证社区韧性是否会对

灾害冲击影响居民长期发展信心产生调节作用，即其对灾害冲击的“软垫效应”。为此，笔者根据社区

复原力和社区内聚力的平均值，将调查样本划分为 4个组，分别为高社区复原力组、低社区复原力组、

高社区内聚力组、低社区内聚力组。表 6的回归 9～回归 12报告了基于分组样本得到的灾害冲击对城

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回归 10和回归 12的结果显示，在低社区复原力组和低社

区内聚力组，社区灾害冲击均显著削弱了居民发展信心（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4.738和-4.039，且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回归 9和回归 11的结果显示，在高社区复原力

组和高社区内聚力组，灾害冲击的影响都只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其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分别减

小至 2.691和 3.367①
。这表明，较高的社区复原力和社区内聚力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冲灾害冲

击的作用。由此，社区韧性对灾害冲击影响城乡居民发展信心的调节作用得到了证实。

此外，既往关于灾害的研究多发现并强调灾害冲击的群体差异性（埃里克·克里纳伯格，2014）。

此处，本文也基于中国的社会情境，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个体特征出发，检验自然灾害风险在有宗

教信仰群体和无宗教信仰群体之间，以及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是否呈现差异化分布。首先，在少数民

族地区，宗教信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前文的分析结果已经稳健地表明，信仰宗教有助于直

接提升居民的发展信心。那么，信仰宗教能否在心理层面发挥缓冲灾害冲击的作用呢？以是否信仰宗

教为标准，笔者将全部样本分为两组，表 6的回归 13和回归 14报告了基于分组后的样本得到的灾害

冲击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不同于无宗教信仰群体中所发现

的社区灾害冲击的显著负面影响（回归 14中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为-4.237，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灾害冲击对有宗教信仰群体发展信心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回归 13）。这意

味着，宗教信仰除了能直接提升居民发展信心，在减少灾害冲击对个体心态的负面影响方面也发挥着

一定的积极作用（Ellison，1991）。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多元，这就要求不能忽略宗教文化因素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由此，如何将宗教因素与中国当下的社区建设相结合，尤其是把宗教力量引导到社区

文化建设和社区发展上来，就显得非常重要（何兰萍，2006）。

前文分析已经发现家庭收入对居民发展信心能够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此处，笔者将进一步对收

入变量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首先以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的均值为分界点，将样本分为高家庭收入组

和低家庭收入组；然后，基于分组后的样本数据建立社区灾害冲击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多元线

①
此处的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笔者同样也用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比较，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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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归模型，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6的回归 15和回归 16。从回归 16的结果看，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

量变量的回归系数为-5.618，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低家庭收入组，灾害冲击会显著削弱

居民发展信心；而从回归 15的结果看，在高家庭收入组，社区自然灾害类型数量变量不再显著。以

上发现意味着，灾害冲击对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群体差异性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同样存在，即灾害冲

击对低收入家庭会产生更加明显的负面影响（Wisner et al.，2004）。

表 6 灾害冲击对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回归9 回归10 回归11 回归12 回归13 回归14 回归15 回归16

高社区

复原力

低社区

复原力

高社区

内聚力

低社区

内聚力

有宗教

信仰

无宗教

信仰

高家庭

收入

低家庭

收入

社区自然

灾害类型

数量

-2.691* -4.738*** -3.367* -4.039*** 0.994 -4.237*** -0.999 -5.618***

（1.498） （1.666） （1.981） （1.377） （2.363） （1.138） （1.426） （1.48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7.784*** 14.215** 3.023 26.656*** 7.846 18.625*** 12.590* 23.205***

（4.531） （5.105） （6.392） （4.043） （8.757） （3.371） （6.531） （5.463）

观测值 1279 1154 881 1552 416 2523 1523 1416

F检验值 11.820*** 14.080*** 15.190*** 14.440*** 5.410*** 33.630*** 15.540*** 12.680***

调整后R2 0.085 0.111 0.151 0.087 0.096 0.115 0.095 0.083

注：①***、**、*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三）进一步讨论：社区韧性提升何以可能？

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稳健地表明，社区韧性的构建与营造对减缓自然灾害的直接冲击和提升城乡

居民发展信心有双重效应，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增进社区韧性？以往研究表

明，社区邻里交往、社区与应急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以及多样化的防灾减灾资源的储备都会对社区

韧性产生积极影响（Tompkins andAdger，2004；Lopez-marrero and Tschakert，2011）。故此，本文利用

实地调查数据中既有的相关变量，从邻居交往、朋友交往、防灾知识储备和防灾物品储备 4个方面分

析提升社区韧性的现实路径。下面简单介绍下相关新增解释变量的测量。首先，问卷中测量邻居交往

的具体问题为：“平时，您与邻居是否有以下方面的交往？”如果回答“是”，赋值为 1，如果回答“否”，

赋值为 0，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邻居交往因子
①
。其次，问卷中测量朋友交往的具体问题为：“平

时，您与朋友是否有以下方面的交往呢？”如果回答“是”，赋值为 1；如果回答“否”，赋值为 0，并

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朋友交往因子
②
。再次，问卷中测量防灾知识储备的具体问题为：“如果发生灾

①
主要包括的交往方式有：互相串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相互帮忙，由它们生成的因子负荷值分别为 0.776、0.712、

0.722、0.740，解释方差为 56.34%；Raykov信度系数 值为 0.838，KMO值为 0.750；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的近似卡方

值为3391.422，概率值为 0.000。
②
主要包括的交往方式与“邻居交往”相同，因子负荷值分别为0.805、0.768、0.807、0.782，解释方差为 62.48%；Ray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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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或突发事件，您是否知道下面内容？”如果回答“是”，赋值为 1；如果回答“否”，赋值为 0（如果

回答“不确定”，作为数据缺失处理），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防灾知识储备因子
①
。最后，问卷中

测量防灾物品储备的具体题目为：“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或突发情况，您家里备有下列物品吗？”
②
将备有的物品数量进行累加，就得到了防灾物品储备变量的值。

接下来，就可以检验居民交往和防灾知识、物品储备情况对社区韧性的影响效应。需要强调的是，

对于个体而言，无论是对社区内聚力还是对社区复原力的感知，既可能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经

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无法被直接观测到的因素影响，如个人的理解能力、固有性格

禀赋等特征。而如果忽略这些潜在因素，可能会对社区韧性影响效应的参数估计产生偏误。为此，本

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策略，运用线性回归方程组进行整体估计，以剔

除不同回归方程随机误差项之间的相关影响，并提高参数估计的效率。联立方程组的表达式如下：

1 1 1 1

2 2 2 2

= +

= +

R X

R X

 

 

 
（4）

（4）式中， 1R 和 2R 分别表示社区复原力和社区内聚力； 1X 和 2X 为自变量矩阵，除了包括前

文回归分析中的所有控制变量，还包括邻居交往、朋友交往、防灾知识储备和防灾物品储备 4个变量；

1 、 2 为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4）式的扰动项协方差矩阵可以写为以下形式：

 1 1 1 1 1 2
1 2

2 2 2 1 2 2

' '' ' ' 'Var E c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如果两个方程的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即 2 1'  =0，那么采用似不相关回归策略与分别进行OLS

回归并无差异；但如果协方差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则意味着使用联立方程组进行同时估计会更加准

确和有效。

表7报告的是似不相关回归的估计结果，笔者对两个方程扰动项的协方差做Breush-Pagan独立性检

验后，得出χ2统计量为3.39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随机误差项不具有同期相关性”的原假

设，意味着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联立性偏误，从而提升估计效率。从似不相关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防灾知识和防灾物品的储备可以显著提升社区复原力，

信度系数 值为0.969，KMO值为0.792；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的近似卡方值为 4752.541，概率值为 0.000。
①
主要包括的项目有“知道应急出口，安全撤离”“知道应急避难所位置”“知道应该联系哪些政府部门”“知道如何向亲

朋好友等求助”，由它们生成的因子负荷值分别为 0.805、0.832、0.787、0.691，解释方差为 60.92%；Raykov信度系数

值为0.861，KMO值为 0.670；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的近似卡方值为4897.700，概率值为 0.000。
②
选项中的防灾物品有：应急灯或手电筒、可供家人吃 3天的食物、可供家人喝 3天的水、应急包、用电池的收音机、

家人可能用到的药品（如治疗感冒、头疼发热、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以及为家里有特殊需求人群（比如婴幼儿，

老年人）储备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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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邻居交往和朋友交往则可以有效地提升社区内聚力。

表7 社区韧性影响因素的似不相关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 17 回归18

（社区复原力） （社区内聚力）

邻居交往
-0.029 0.045***

（0.018） （0.016）

朋友交往
-0.000 0.030***

（0.017） （0.015）

防灾知识储备
0.065*** 0.011

（0.010） （0.009）

防灾物品储备
0.705*** 0.240

（0.246） （0.21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2.725*** 36.683***

（3.983） （3.526）

观测值 2097 2097

卡方值 170.23*** 164.52***

调整后R2 0.075 0.073

BP检验 x2=3.390，p=0.066

注：①***、**、*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以上发现表明，虽然社区中的邻居交往和朋友交往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互动和关系网络，但是其

作用却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非正式交往比正式的社团组织交往等更为发达，

是社会情境中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边燕杰、郝明松，2013）。有学者因此认为，培育社区

社会资本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促进邻里之间持续的、重复的多形式社会互动，它们除了有助于生成互惠

的关系网络外，“还能够形成亲密感和情感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意识”（方亚琴、夏建中，2019），

也即本文所强调的提升社区内聚力。不过，这种邻里和朋友之间的非正式交往对提升社区复原力并无

显著作用。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社区灾后复原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居民在应对自然灾害时防灾知识

和防灾物品的储备情况，这与以往研究所强调的“资源富余”（resourceful）在韧性城市构建方面的重

要作用类似（陈玉梅、李康晨，2017）。综上所述，社区复原力和内聚力两个层面的社区韧性是通过两

条不同的路径得以培育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民族地区是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区，受灾民众如何能够从灾害冲击中快速走出，并建立良好的发展

信心与明确的社会预期，无论对个体发展、共同体重建还是对社会有序整合都不乏现实意义。基于此，

本文从“风险社会”的视域出发，利用云南民族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城乡居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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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信心的累积性影响，并重点探究了社区韧性构建在这种影响中的作用机理，以及提升社区韧性的可

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灾害冲击确实会显著削减城乡居民的长远发展信心，且这种直接效应

因群体特征的不同而具有一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分配”的群体异质性。第二，社区韧

性同时具有减缓灾害冲击的“软垫效应”和促进居民发展信心的“引擎效应”，且文中所析出的社区韧

性的两个主要维度在直接效应上亦具有一定的区别。这也是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社会事实，尤其是对

于民族地区而言，增加防灾抗灾的资源配置和提升民众知识技能等复原能力显得更为关键。第三，在

社区韧性的营造和构建上，相关影响因素呈现出分异化的作用路径，即防灾知识和防灾物品的储备有

利于社区复原力的提高，而邻里交往和朋友交往等熟人关系网络的维系更有助于增强社区内聚力。

本研究的意义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研究主题上，基于民族地区农村生态环境较为

脆弱、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全面脱贫压力大的现实情境，本文关注并强调了城乡居民发展信心这一

为以往研究所过多忽视的社会发展表征和重要心理资源条件。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相较于以往

研究多从理论探讨或案例深描的角度分析社区韧性在灾后恢复中的可能作用，本文运用较大规模的抽

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区韧性构建的积极作用及其提升路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是，要重视对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社会心态与情绪状态的把握与调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意味着只有预期

稳定、信心充足，才能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以往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大多关注其所造成的即时性、可预

见性损害，本文的发现则表明，自然灾害作为一种“社会风险”的存在，对居民长期发展信心所产生

的负面影响也迫切需要重视。相关研究亦表明，民众的预期不足或信心匮乏是经济风险与社会危机蔓

延扩散及激化的助推器（刘世定，2009）。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居民社会情绪与态度的把握、调适与

心理建设，亦是推动和促进民族地区活力有序与韧性发展不能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

二是，要区分自然灾害冲击对居民发展信心影响的群体差异性。灾害风险的分配在不同群体中是

不均衡分布的，这种不均衡会因群体的特征差异和不平等状态被放大，尤其是对于本身就处于弱势地

位的群体而言，灾害冲击更是“雪上加霜”（李培林、刁鹏飞，2013）。也正如乌尔里希·贝克（2018）

所强调的那样，“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层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集聚，而

风险在底层集聚”。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即灾害风险对居民长期发展信心的负面影

响在家庭收入更低的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家庭收入相对更高的群体中则效应不彰。由此，努

力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减少灾害风险在群体间的差异化分布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可以从提升

社区韧性、努力营造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同体这一路径出发，预防和化解自然灾

害可能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与风险叠加效应。

三是，要多措并举提升社区整体韧性水平。如前文所讨论的，社区韧性包括复原力和内聚力两个

最为基本的面向，而这两种韧性得以生成的影响因素又存在差异。也即，提升社区韧性一方面在于提

升防灾知识和物品储备的增量，另一方面则在于激活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即促进社区居民邻里交往

和朋友交往。就前者而言，首要任务是提高社区民众的安全意识和自助能力，尤其是在城乡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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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个体化、社区整合能力还较为匮乏的时下，“要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支持引导社区居

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①
。同

时，也要注重涵育和培植民族地区救灾互助的优秀文化习俗（包括宗教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

地区居民信仰宗教的比例普遍较高，基于此而产生的互助习惯已成为山地少数民族地区突发性灾害救

助的重要力量来源；而且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在经年累月的抗灾减灾中，亦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经验方

式和习惯做法，应当使之成为地方应急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来源和组成部分，进而更好地提升地区灾后

复原能力（方素梅等，2013）。就后者而言，应将社区内聚力的提升视为一个过程，即在民众的共享观

念、“共同的利益感觉”型塑过程中，着力打造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的活力与秩序韧性平衡的局面。这其中日常的生活交往和公共事务参与是社区韧性营造不可

或缺的构成要素，正如罗伯特·帕特南（2011）所强调的那样，“这些小小的活动就像把一分分钱投进

存钱罐，都能让社会资本得到逐渐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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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Impact,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Residents’Confidence: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Yunnan Ethnic

MinorityAreas

WeiQingong LiuWei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ly critical stage of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ensuring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significant to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 impac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saster impact,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residents’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Yunna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umulative disaster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residents’ confidence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varies

with the level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Strong community resilience not only has the “cushion effect” of mitigating the impact of

disasters, but also acts as an engine to improve residents’ development confidence. Meanwhile,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incremen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s well as activating social capital stock of the

community all have different action paths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community cohesion.

KeyWords:Disaster Impact; Confidence inDevelopment; CommunityResilience; Social Risk; Commun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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